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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
徐延辉 刘 彦
(厦门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文章将社会资本分解为社会信任、互惠行为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运用因子分析及 OLS 回归分析
等方法，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普遍较低，社会资本显
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中对陌生人信任、对不同职业群体的信任和对组织机构的信任对农民
工社会公平感具有积极影响，互惠行为、参与单位组织活动和社团组织活动对公平感均有积极作用，而社会
信任中的熟人信任对公平感具有消极作用，参与政党组织和宗教组织没有显著作用。基于该结论，提出了提
升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对策和建议:政府应为农民工及其他社会群体营造诚信互惠的社会环境，鼓励农民工
从事互惠行为和参与单位、社团组织的活动，通过加强社会环境建设，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实现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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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与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伴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和法治、公
平和正义、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在增长。① 作为城市一分子，农民工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同样与
日俱增，社会公平感的高低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即从社会资本角度出
发，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有何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社会公平感
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重要目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② 公平和正义既有区别又有联
系。公平的英文为 fairness，强调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用于防止社会对待中的双重 (或多重)
标准问题;正义的英文为 justice，虽然也包含公平之意，但带有更多的 “价值取向”，侧重社会的基
本价值是否正当。③ 虽然公平和正义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二者均有公正、正当、平等之意。社会公平
822

是指社会的各种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公正的分配，既有资源与生活机会均等和平均分配的
指向，也有分配机会和规则公正、合理的含义。① 本文所关注的公平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分
配是否合理的一种主观判断，公平概念既包括了价值取向，也内含了评判标准。
社会公平感是人们对当前社会公平程度的价值判断，体现了社会共享的文化价值观。② 公平感建
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之上③，反映了人们对资源分配状况的主观判断和态度④，心理学、社会学和
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都有相关研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公平感是个体通过与他人的比较而产生的主观
公平感受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公平感虽然是个人的主观体验，但它仍会受到外在的社会环境
或社会规范的影响，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规范或社会价值观在个体身上的内化。⑥ 从社会学角
度来看，公平感不仅是个体的心理感受，而且还能反映社会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人们的客观社会地位会影响其发展机会和经济收入，进而影响其公平感;另一方面，客
观的社会地位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对公平的判断。⑦
社会公平感可以细分为不同类型。根据人们关注的领域，社会公平感可以区别为整体公平感和局
部公平感，前者是指人们对整体上资源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性判断，后者是指人们对具体领域资源分
配的价值判断。根据人们关注的类别，社会公平感可以区别为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其中分配公
平感是指人们对社会资源及社会福利分配公平状况的主观判断，关注结果是否公平，通常用收入公平
感来测量;程序公平感是指人们对资源分配过程中公平状况的主观判断，关注分配规则和分配过程是
否公平。⑧
社会公平感的测量包括主观测量法、量表法和指数法。主观测量法直接测量人们对当前社会不平
等状况的主观判断，即直接测量人们对社会公平状况的态度，比如采用 “您认为当前社会公平吗”
这样的提问方式获取答案。⑨ 量表法主要通过态度量表测量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包括对分配原则、不
平等现状和不平等原因等问题的测量。瑏瑠 指数法主要源于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的测量方法，利用个体
所认为的获得结果与付出比值与其参照对象的相应比值的差异来测量。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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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
关于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经济学的研究相对较早，关注的核心是人们对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判
断。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公平感的研究逐渐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
域。本文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公平感，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从个体角度来看，女性、年龄相对较小、城市户籍居民拥有更高的社会公平感，男性、年
龄较大、农村户籍居民认为当前社会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① 个体的生活经历会影响其社会公平感。②
个体对自身及社会的期望不同，导致其对社会是否公平的判断亦不相同。③
其次，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有学者发现，处于社会底端的个体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分配不公
平，④ 社会公平感随着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下降，⑤ 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认为自己
的收入更不公平，⑥ 收入处于底层的群体对收入不平等现象更为不满，收入不公平感更为强烈。⑦ 但
是也有研究发现，相对于收入底层群体而言，处于收入顶端的群体的收入不公平感更为强烈，⑧ 收入
越高的群体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社会公平感越低。⑨ 而对城市居民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者，依然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瑏瑠
再次，从文化角度来看，有研究表明，基于个体主义文化而产生的西方公平观与基于集体主义文
化而产生的中国公平观存在显著不同，同时在我国内部，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也对公平
观产生较大影响，瑏瑡 拥有高度的社会认同感及自我卷入的公民的社会公平感更高瑏瑢。责任原则在社会
公平感中依然发挥着主导作用。瑏瑣
最后，从制度角度来看，分配公平观与宏观层面的分配制度、市场转型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紧密相
关。在市场分配制度逐渐完善的前提下，“收入分配可以存在差异”这一 “应得原则”得到普遍接
受，瑏瑤 公众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的一致程度会显著影响其对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主观判断。瑏瑥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包括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两大类，从中观视角即个体的社
会联系入手研究公平感比较匮乏，这为中观的社会资本理论切入社会公平感研究留下了空间。
3. 社会资本与社会公平感
社会资本理论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包括信任、
规范、网络和资源等等，这些视角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因为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平感问题具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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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正价值取向，依据研究需要，选取具有政治社会学特征的社会资本理论予以介绍，重点关注社会
学家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网络和信任而产生的资源，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征，信任、规
范和网络是其主要形态，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为而提高社会的效率。① 我们认为，社会资本作为资本
的形态之一，主要体现为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需要通过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参与转换为社会
资本，因此，本文从社会信任、互惠行为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考察社会资本。
首先，从社会信任角度来看，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有助于限制机会主义的盛
行。在多数情况下，个体必须相信别人可以信任，这样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一个共同体内的成
员相互信任，那么与缺乏信任的共同体相比，该共同体可以获得更多的成就。社会信任是伦理道德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了政府的绩效。社会信任分为基于某种特定社会关系
的、强劲的、频繁的熟人之间的信任和无特定社会关系的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也即
“深厚信任”(thick trust)和“单薄信任”(thinner trust)。② 除了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之外，社会
信任还包括人们对组织机构的信任。③
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社会信任维度有助于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④ 幸福感是人
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公平感是人们对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二者都强调阶层分化所带来的
差异，而且二者之间关系密切。⑤ 鉴于社会信任对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我们推测社会信任也可能对
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由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1: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其社会公平感就越强。
其次，从互惠行为角度来看，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规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是指一
个社会所确立的行为准则，可以由社会 (比如群体或组织)正式规定，也可以由社会习俗和惯例产
生。互惠是规范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均衡互惠”和“普遍互惠”是其主要存在形式。前者是指社
会成员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比如朋友或同学之间相互交换礼物等;后者是指人们的交换关系存
在持续性，并且在特定的时间内，这种交换关系是不均衡的和无报酬的，但这种互惠关系会使人们产
生相同的期望，即“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在
拥有互惠规范的共同体中，人们把自我利益和团结互助结合起来，有效地限制了投机主义行为。⑥ 阎
云翔指出，产生于互惠行为的互惠原则明确了特定的道德义务，这些义务主导着个体的社会行为。⑦
互惠行为造就了道义经济，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极端理性所主导的利己行为被限制，从而减少了社会中
的不公平现象，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社会公平感也会随之提高。由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
假设:
假设 2:农民工互惠行为越频繁，其社会公平感就越强。
最后，从社会参与角度来看，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邻里或业主团体、与工作相关的团体
如工会以及社区团体等等，这些网络和团体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公民社会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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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第 222－223页。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 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第 141－142页。
的晴雨表。网络团体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网络团体可以为不同的网络成员提出诉求。① 网络
团体越密集，参与其中的个体就更倾向于为了共同利益合作，从而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② 涂
尔干指出，人们在社团组织内部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了超越个体意识之外的集体意识或共
同意识，这种意识有效约束了个体行为，人们也会更加关心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自身的不公平意
识也会被弱化。当人们参加的社团组织越来越多时，其集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社会公平感
也会增强。③ 实证研究也发现，社会参与可以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④ 由此我们提出第三个
研究假设:
假设 3:农民工的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其社会公平感就越强。
本研究将社会资本分解为社会信任、互惠行为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那么这三个维度之间是一种
什么关系?帕特南认为，这三个维度具有可积累性和自我增强性。普遍互惠的规范和网络团体减少了
不确定性和成员之间的背叛，促进了个体间的合作与信任，提高了社会整体信任水平，三个维度的相
互作用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⑤ 从而维护了社会民主的运行与发展。鉴于社会资本对社会生活的许多
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框架，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是否具有
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课题。本
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且年龄在 15—64岁之间的农民工。课题组于 2016 年在
厦门、苏州、深圳、东莞四个城市，以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由于难以找到完整的
抽样框，本研究采取配额抽样方法进行抽样。首先按照城市配额，每个城市的样本数不少于 300;其
次按照性别配额，尽可能保证男女比例均衡;最后按照职业配额，2015 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
示，农民工中以受雇方式就业者占 83. 4%，就业行业分布以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⑥ 根据这一数据，
课题组将企业与社区问卷调查比例确定为 4 ∶ 1，在上述四个城市共发放 1370份，回收 1356份，有效
问卷 1291份。
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公平感。社会公平感是人们对当前社会公平程度的主观判断。本文采用问
卷中“您认为当今社会公平吗”一题来测量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答案包括 “非常不公平、不太公
平、一般、比较公平、非常公平”五个选项，将社会公平感视为连续变量，赋值设为 1至 5分，数值
越大，代表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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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信任、互惠行为、社会参与三个维度作为测量
指标。
社会信任是个体对其他行动主体的一种善意的期望，即个体相信包括机构和组织在内的其他主体
不会以欺骗的方式与自己发生互动。在本文中，我们选取的被访者信任对象包括人群和机构两大类，
具体问题包括:“请问您对以下人员的信任程度:家人、邻居、朋友、同事、老乡、陌生人、跟自己
有不同信仰的人、外国人、医生、商人、老师、记者”;“请问您对以下机构或组织的信任程度:中
央政府、务工地政府、法院 /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军队、公安部门、中央媒体、地方媒体、
非政府组织 /非营利组织、教育科研机构、公司企业、医疗机构”，两个问题的答案均分为 “完全不
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完全信任”五个选项，分别赋值 1至 5分。将上述两个问题
分别进行因子分析，第一个问题得出的 KMO值为 0. 820，并通过了 Bartlett球形度检验，第二个问题
得出的 KMO值为 0. 935，并通过了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说明上述两个问题都适合做因子分析。最
后，通过主成分因子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出以下五个公因子:熟人信任、陌生人信任、职业信任、
非政治组织信任及政治组织信任。其中，熟人信任因子包括对家人、邻居、朋友、同事及老乡的信
任;陌生人信任因子包括对陌生人、跟自己有不同信仰的人及外国人的信任;职业信任因子包括对医
生、商人、老师及记者的信任;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包括对中央媒体、地方媒体、非政府组织 /非营
利组织、教育科研机构、企业及医疗机构等的信任;政治组织信任因子包括对中央政府、务工地政
府、法院 /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军队及公安部门的信任。
表 1 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
变量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18 48. 62
女 653 51. 38
有效样本 1271 100
频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1288 31. 99 9. 05 16 64
年龄平方 1288 0. 82 1. 11 2. 18e－06 10. 25
受教育程度 1271 2. 56 0. 90 1 5
收入的对数 1265 8. 02 0. 77 0 11. 51
熟人信任因子 1226 57. 96 15. 35 1 100
陌生人信任因子 1226 33. 18 15. 72 1 100
社会信任 职业信任因子 1226 61. 53 15. 95 1 100
政治组织信任因子 1256 72. 70 20. 73 1 100
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 1257 61. 62 18. 91 1 100
互惠行为 互惠行为因子 1263 61. 67 23. 98 1 100
社会参与
单位 /社会参与因子 1271 39. 64 15. 35 1 100
政治 /宗教参与因子 1271 17. 32 12. 33 1 100
社会公平感 1255 2. 75 0. 98 1 5
互惠行为主要指持续性的交换行为，这种行为产生的关系是不均衡的和无报酬的。本文选取两个
问题测量农民工的互惠行为:一是“您愿意参加义务献血吗”，答案包括 “不愿意、看情况、愿意”
三个选项，分别赋值 1至 3分。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您乘公交车给老人、孕妇、小孩让座及参加志
愿活动的频率分别是”，答案包括“几乎没有、很少、经常”三个选项，分别赋值 1 至 3 分。将上述
两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的 KMO值为 0. 570，并通过了 Bartlett球形度检验，说明两个问题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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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一致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最后，通过主成分因子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出一个公因子:互
惠行为因子。
社会参与指个体通过多种多样的交流媒介享有一种文化，参与“表现性”的活动以及被其他成员所
“接受”的过程，它既包括成为社会团体的成员，也包括作为团体成员参与的活动，① 可以操作化为个
体参与社会生活的范围和频率。本文选取问卷中的问题是:“您是否参加以下团体或组织的活动:宗
教团体、体育或娱乐团体、单位组织的活动、政党、老乡会、慈善组织、与学校有关的团体 (如同
学会、家长会等)、社区组织的活动”，答案包括 “从未参加、偶尔参加、经常参加”三个选项，分
别赋值 1至 3分。将该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的 KMO 值为 0. 832，并通过了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说明该问题的选项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最后，通过主成分因子最大方差旋转法，
提取出两个公因子:政治 /宗教参与因子和单位 /社会参与② 因子。政治 /宗教参与因子包括农民工参
加的政党及宗教团体的活动;单位 /社会参与因子包括农民工参加的单位组织的活动，以及体育或娱
乐团体、老乡会、慈善组织、与学校有关的团体 (如同学会，家长会等)及社区组织的活动等。
(3)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及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其中，性别设定
为取值为 0和 1的虚拟变量。受教育程度设为连续变量。关于收入，问卷中的相关问题是测量农民工
的月收入，将月收入取自然对数后再纳入模型。本研究所有变量③ 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 1所示。
3. 分析方法
有研究认为，OLS回归分析结果和序次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基本相同，④ 并且序次 Logistic 回归
模型在解释的简洁性上不如 OLS 回归模型⑤。因此，本研究采用 OLS 回归方法分析社会资本与社会
公平感的关系，这也是将社会公平感处理成定距变量的原因。具体操作如下:首先，为了凸显社会资
本三个维度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设定仅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其次，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再将社会信任、互惠行为及社会参与三个维度依次放入模型，观察它们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对文中
的所有模型进行共线性检验，发现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 (0＜vif＜2)。
三、数据分析
1. 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现状
通过图 1可以看出，将近 40%的农民工认为当前社会公平程度一般，认为当前社会不公平甚至非
常不公平的占据 37. 7%，只有 22. 4%的农民工认为社会比较公平或非常公平。总体来看，农民工的
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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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现状
2.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分析
表 2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自变量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
性别a 0. 0176 0. 0172 0. 0468 0. 0489
(0. 0577) (0. 0586) (0. 0588) (0. 0588)
年龄 0. 0000546 －0. 00382 －0. 00371 －0. 00362
(0. 00374) (0. 00384) (0. 00386) (0. 00386)
年龄的平方 0. 00828 0. 0167 0. 0178 0. 0238
(0. 0299) (0. 0304) (0. 0305) (0. 0304)
受教育程度 －0. 0795* －0. 0770* －0. 101＊＊ －0. 114＊＊＊
(0. 0335) (0. 0338) (0. 0340) (0. 0339)
收入对数 0. 0963＊＊ 0. 0819* 0. 0675+ 0. 0547
(0. 0369) (0. 0377) (0. 0376) (0. 0374)
熟人信任因子 －0. 00519* －0. 00447* －0. 00436*
(0. 00202) (0. 00203) (0. 00202)
陌生人信任因子 0. 00619＊＊ 0. 00489* 0. 00447*
(0. 00190) (0. 00192) (0. 00192)
职业信任因子 0. 00949＊＊＊ 0. 00803＊＊＊ 0. 00716＊＊＊
(0. 00204) (0. 00210) (0. 00209)
政治组织信任因子 0. 00445* 0. 00358+ 0. 00410*
(0. 00206) (0. 00207) (0. 00206)
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 0. 00499* 0. 00529* 0. 00434+
(0. 00233) (0. 00233) (0. 00233)
互惠行为因子 0. 00631＊＊＊ 0. 00461＊＊＊
(0. 00126) (0. 00131)
单位 /社会参与因子 0. 00838＊＊＊
(0. 00203)
政治 /宗教参与因子 0. 00220
(0. 00243)
常数项 2. 176＊＊＊ 1. 281＊＊＊ 1. 188＊＊ 1. 138＊＊
(0. 340) (0. 364) (0. 363) (0.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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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Ｒ2 0. 6% 8. 9% 11% 12. 2%
F值 2. 50* 11. 83＊＊＊ 13. 28＊＊＊ 12. 54＊＊＊
N 1198 1112 1090 1081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误，+p＜0. 10，p＜0. 05，＊＊p＜0. 01，＊＊＊p＜0. 001;参考类别:a，“男性”。
首先来看控制变量。在表 2的模型四中当中，性别、年龄及年龄的平方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并
无影响，说明农民工对当前社会公平程度的评价比较相似。这与陈晓东、张卫东① 的研究结果不同。
收入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作用。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为当前社会是不公平的，这与麻宝斌、杜平② 对其他群体的研究结论一致。
其次来看自变量的影响。表 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的三个
维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均有显著影响。同时，模型四调整后的 Ｒ2 为 12. 2%，说明社会资本对社
会公平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1)社会信任。模型二至模型四显示，在纳入互惠行为与社会参与维度前后，社会信任所包括
的陌生人信任因子、职业信任因子、政治组织信任因子和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但熟人信任因子却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假设 1被证伪。具体而言，农民工对熟人的信任度越高，其社
会公平感就越低;对陌生人、不同的职业群体、政治组织及非政治组织的信任度越高，越倾向于认为
当前社会是公平的。
(2)互惠行为。模型三和模型四显示，在纳入社会参与前后，互惠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农民工的互惠行为频率越高，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假设 2被证实。
(3)社会参与。模型四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后，社会参与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假设 3 被证实。
具体而言，社会参与中的单位 /社会参与因子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农民工参与
单位组织的活动或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越多，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参与政治 /宗教活动
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
四、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总体偏低。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整体上不高，原因需要深入研究。以
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部分原因可能是农民工在流入地受到不平等对待，比如，农民工子女不
能与流入地学生平等享受优质义务教育，属于教育贫困群体，③ 教育机会不公平会引发农民工对社会
的不满，进而弱化他们的社会公平感。农民工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偏低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在资源和机会分配等方面仍有改善空间。社会心态和感受本质上是对社会变迁
客观现实的深刻反映和洞察。④ 帕特南指出，在美国，机会平等看起来注定要消失。⑤ 在我国，伴随
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这些转移人口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子女就学等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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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面都会遭遇难题，由此可能产生社会不公平的心态。
其次，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影响，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作用不一致。
第一，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包含的陌生人信任、职业信任、政治组织及非政治组织信任因子都有
助于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但熟人信任因子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却有消极作用。这个结果说
明，一方面，社会信任可以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有助于农民工在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及社会心理层面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改变其边缘化或弱势地位。① 社会地位上升可能导
致农民工对社会的评价更积极。另一方面，农民工的熟人网络一般具有同质性，网络成员位于社会底
层者较多，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概率比较高，由此会产生不公平意识。② 社会不公平意识会通过熟人网
络得到强化，农民工受到不公平意识的影响，其自身的社会公平感也会被削弱。
第二，互惠行为。农民工的互惠行为越频繁，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这是因为互惠行
为具有利他主义特征，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互惠行为越多，个体从助人行动中获得的快乐也越
多，自利行为或机会主义行为就越少，③ 社会公平感也会越高。由于互惠行为可以加强不同群体之间
的联系，促进社会整合，④ 减少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也会随之提高。
第三，社会参与。社会参与的分析结果有两个发现:一是农民工参与本单位活动和社会团体活动
对其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类活动参与越多，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社会是公平的。这是因
为组织团体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⑤ 农民工参与其中可以使自身的利益得到维护，进而提升其
社会公平感。同时，人们在社团组织内部可以产生超越个体意识之外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人们参
加的社团组织越多，集体意识就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社会公平感也会得到增强。⑥ 二是参与政
治和宗教活动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均无显著影响。就参与政党组织的活动而言，由于具有党员身份的
农民工人数非常少，并且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度比较低，⑦ 所以参与政党组织活动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
感没有影响。就宗教组织而言，与国外相比，我国宗教组织的发展并不完善，宗教的社会支持功能比
较弱，⑧ 宗教在减弱农民工社会不公平意识方面的作用也很有限。
最后，社会信任、互惠行为及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显著作用，彰显出社会资
本对社会公平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研究的政策意涵是，政府可以为农民工及其他社会群体营造诚
信互惠的社会环境，鼓励农民工从事互惠行为和参与单位、社团组织的活动，通过加强社会环境建
设，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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